
第7卷第4期

2024年7月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Vol.7 No.4 
Jul．2024

产业政策如何支撑产业升级：

基于深圳模式的解析*

向晓梅1    张拴虎1    陈世栋1,2

（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5；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北京      100050）

[摘 要] 找到将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制，是后发地区实现产业起步乃至赶超发展的

前提。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将丰富的劳动力

及土地要素与世界产业转移浪潮结合，找到了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机制，并通过适时而变的产业政

策，成功将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了竞争优势，推动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阶段

跃迁。自1980年以来，深圳产业经历了四个阶段升级，目前部分细分行业已走到引领国际前沿的

位置，塑造了多个特征鲜明的发展模式。从模式演化角度来看，主要有起步阶段外生驱动下的“内

附-外嵌”模式、培育动态比较优势阶段借助外生动力衍生本地优势的补链模式、加入世贸组织后

培育国际竞争优势阶段以内生动力驱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群模式、目前深化竞争优势阶段通

过知识融合哺育国际前沿新业态的融合模式。相应地，产业政策也经历了“试错型”产业政策、

要素保障型产业政策、创新保障型产业政策和前沿探索型产业政策等阶段。深圳产业发展模式的

跃迁是产业迭代升级的体现，也是有为政府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的结果，未来应进一步引领国家构

建有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际一流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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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部分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市

场力量已不足以实现工业化[1]，必须通过有效的

发展政策才能顺利启动工业化进程并保障产业

持续发展[2]，因此，适时而变的产业政策对地区

产业持续升级至关重要[3]。一般而言，地区产业

升级轨迹主要沿着传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

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轨迹不断攀升[4]。在

工业化起步阶段，主导产业大多是低端要素驱

动型产业，一般具有轻型、资源密集特征，需要

丰富的劳动力、土地等基本要素作为保障。二

战后，地区产业升级受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

力量影响，后发地区能够利用地理优势和资源

禀赋获得产业起步机会，但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制度和本土环境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5]。总体

上，获得长期增长的经济体，往往是从本地要

素结构出发，结合国际前沿趋势找到了具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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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的产业，成功开启了一轮长周期的经济

增长[6]。如英国虽以棉纺织业起步，但围绕该产

业发展出炼铁和水力能源等相关产业①；20世

纪60年代的韩国在出口导向下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从而开启工业化道路。自20世纪中后期世

界进入以电子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经济为核心

的新兴产业领域后，开启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7]，高技术制造业逐渐兴起，所需的配套能力大

为提升，同步带动了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

升级，产业的融合加快，并不断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和新模式[8]。这个过程中，产业发展不同阶

段对要素保障的需求并不一致，只有与产业升

级需求相匹配的要素供给结构才能推动产业的

升级[9]。本文立足于演化经济学，以深圳经济特

区为例，从禀赋演化的视角，结合政府与市场

关系，剖析后发地区立足本地比较优势推动本

地工业化起步的机制，探讨如何利用外部产业

惯例嵌入和改善本地禀赋结构，推动本地产业

持续获得更新的内部动力，并进一步在部分新

兴产业领域形成引领国际前沿新优势。本文对

于后发地区优化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持续壮大

具有借鉴意义。

二、解释框架：产业升级与要素
需求的阶段匹配性

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市场对自然禀赋选

择的结果，也有赖于有为政府的积极引导。已有

研究认为，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主要

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如建设园区、水电气、交通等物质性基础设施

和保障产业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但后发国家

市场经济落后，难以短时间从市场中筹集到足

够的产业资源，政府往往不仅扮演着“守夜人”

的角色，还承担着市场孵化的角色，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政府既要为产业发展提供合适的产

业政策，还承担着市场主体的职能。综合考察

后发国家工业化历程中政府主动作为的特点，

发现改革开放至今，在中国发展历经的计划经

济、双轨制、市场经济等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家

根据内外环境、禀赋结构的差异，适时调整了

政策方向。因此，结合深圳主导产业发展历程

及各阶段产业政策对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本

文提出后发地区产业升级和配套政策互动过

程的一般模式（见图1）。立足于比较优势和竞

争优势理论，深圳产业升级大体经历了起步阶

段、提升动态比较优势阶段、培育竞争优势阶

段、深化竞争优势阶段等，从四个阶段的迭代

演化角度，总结中国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中

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升级的具体模式。总体上，

从起步阶段看，深圳找到了推动主导产业顺利

起步的关键激励性政策；从提升阶段看，提供

了支撑产业规模壮大所需要的综合保障型产业

图1   基于中国经济特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产业要素需求及产业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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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从壮大阶段看，持续出台了参与国际竞争

并引领部分细分行业探索“无人区”的前沿性

产业政策。

三、寻找比较优势顺利起步：
外生驱动下的“内附-外嵌”模式

1980—1992年，是深圳产业起步阶段。主

要是借助丰富土地和劳动力、毗邻香港等比较

优势，以出口加工贸易为导向，借助外部要素粘

附于本地禀赋结构，协同嵌入全球产业链低端

环节，探索出了计划经济模式之外的新型产业

政策（见图2）。

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

产品的外销，由国内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动

力，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这种初

级的加工制造，迅速积累产业基础、技术和管

理经验，实现工业化起步。因而，深圳产业具有

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借助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以

本地禀赋结构嵌入全球产业链低端环节，并进

一步借助开放发展趋势，引入外部要素附着于

本地禀赋结构，改善本地结构，从而形成了“内

附-外嵌”模式。但产业引入的难易程度决定于

地区是否具备相关产业的基本要素，除了稳定

的发展环境外，还取决于相关产业的劳动力、

土地及产业配套能力。

（二）试错型产业政策：放权探索与赋权激励

1980年代的中国普遍缺乏现代市场建设经

验，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学习先发国家经验和

民间的探索积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中形

成高效的政策，呈现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

强制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特征。

一是通过举国内联推动经济特区建设起

步。为了从缺乏工业基础的“小渔村”中推动

产业发展，一定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

1980—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就是以抓基

建、打基础、营造投资环境为主。由于财政薄

弱和不具备市场募资渠道，基础设施建设所

需资源几乎全部以内联方式获得，通过各部门

和各地支援，搭建起了深圳产业发展的基础框

架。截至1983年，中央14个部委、20个省（市、

自助区）在特区设立办事机构，和特区签订了

497项协作合同，总投资达到了6.49亿元，港币

1.26亿元，特区大部分干部、工人和人才也来

自于内地[10]。

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边缘探索”积累经

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项目建设取决

于行政指令，资金来源于层层分配的财政拨款

和银行贷款指标，物资供应也服从行政分配。

特区初建，为了协调产业配套需求大和传统体

制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深圳开始了初期的“计

划模式”之外的探索，配合外向型出口加工区

图2   出口导向下低端要素驱动的加工贸易发展

（一）起步产业：以出口加工贸易嵌入全球

产业链低端环节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丰富、可开发土

地广阔，但缺乏资本和技术，中国经济特区仿照

韩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台湾高雄的出口加工区

模式，紧盯出口加工贸易类产业，凭借“三免两

减半”的税收优惠、土地免费划拨（初期）和几

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起步。由于轻型、民生型

和低端要素密集型产业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更加容易迁移，更容易被“俘获”，因而成为

后发国家接受产业转移的首选。深圳利用毗邻

港澳的地理优势，承接香港产业转移，发展起了

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用电器、日用化工等

为主导的轻工业。通过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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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9年动工建设蛇口工业区，提出“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市场以外销为主”的发展思路。

②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③指纽约、伦敦和香港。

建设，引入了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探索的BOT模

式（全国最早）并取得了极大成功。率先在基建

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允许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

外设计、施工队伍进入，并逐步开放建筑材料

市场。推出了经济大包干，实行工资、资金“上不

封顶、下不保底”的分配办法，承包单位获得极

大自主权，充分调动起了建设者的积极性。此

外，还探索了最早的奖金制度，建立了新型经营

管理体制，党、政、企分开的领导体制，干部民

主选举和聘任制，工人公开招考和合同制，员

工岗位、职务工资制，工程建设采用招标、投标

制，员工住房实行高房租、补贴制度等计划经济

时代难以想象的新型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

实行了中国最早的市场化模式，在土地出让上

实施廉价甚至免费的政策，甚至通过在集体土

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降低城市劳动力的社保

成本和居住成本，保障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需

求。正是对这些市场化新模式的探索，使得深

圳得以顺利实现了工业化起步。

（三）典型案例：蛇口工业区+深港的“前店

后厂”分工

蛇口模式：第一个由企业运营并引入市场

化机制建设的外向型园区。蛇口位于后海之内，

与香港新界元朗为邻，既无资源优势也无工业

基础，但其毗邻香港①，为了吸引外资，深圳在

该地开始了首次的园区建设探索。为了解决工

业能源配套问题，突破计划经济层层审批的低

效率，率先利用BOT模式引进外资兴建了沙角

B电厂 ，通过“边批边建”的方式，最终解决了

园区产业能源配套问题。蛇口开启了我国由企

业独立开发、建设、运营园区的先河，并形成了

全方位配套改革，成功经验被推广至其他众多

领域。

前店后厂 ：借助“港深”地理邻近性形成互

补型产业分工。20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空间

狭小、资源短缺、制造业成本大。深圳借助深港

地理邻近、要素成本低等优势，大量引入港资，

吸纳香港电子、纺织服装、机械、五金、化工、

塑料、玩具、食品等制造业，发展起“三来一

补”②加工制造业。1985—1995年，香港每年在

珠三角投资的制造业资金由5亿美元增至58亿

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7.5%，劳动密集型生产加

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比例达到了70%~90%。香

港保留并扩大了为工业提供各类服务的功能，

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前店-后厂”产业链分

工。这一时期参与该模式的香港服务业企业约

占香港服务业的60%[11]。在此过程中，深圳学习

了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为从计划经济走

上市场经济提供了新路径[12]。在长期的东西方

意识形态对立背景下，内地对资金监管较严，为

了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纷纷

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以此为跳板进入内地市

场，从而强化了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香港证券

市场的交易额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

1986年的1231.28亿港元，促成了“纽伦港”全球

金融中心格局的形成③。“前店后厂”模式是深

圳特区产业起步阶段的典型特征，也是港深互

补共生式的双升级。

四、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借助外生
动力衍生本地优势的补链模式

1993—2000年，是深圳培育产业动态比较

优势阶段。当地区成功借助低端比较优势顺利

起步并获得产业积累后，集聚经济和范围经济

的作用将哺育出更多的产业门类，推动产业链

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发展，专业化和多

样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促 进地区规模经济

的扩大。该阶段主要是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

对产业政策需求的重点是保障产业发展所需

的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等资源的供给规模

（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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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延长：电子信息制造+商贸流通

进 入19 9 0 年 代 后，加工贸易带来的高污

染、高能耗和产业结构低端等问题渐显，迫切

需要推动产业升级。深圳依托人口红利以及产

业积累，开启了二次创业，引进了美日欧韩台等

地高端电子信息产业，以外部先进的生产惯例

带动本地生产惯例更新，培育起以电子信息为

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促成上一阶段附着于本地

禀赋结构的外部要素本地化，以低成本衍生出

本地化的产业竞争优势，带动本地企业在“干

中学”中提升工艺和产品创新能力，进而获得了

动态比较优势。这个时期，深圳的工业产品以微

型计算机、电子元件、集成电路、程控交换机等

电子信息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带

动工业规模日渐扩大，提升了对商贸业的配套

需求，为了完善产业链和打破西方对高新技术

的封锁，深圳培育起了一批专业市场，形成了制

造+商贸的产业链，在强化产业配套能力的同时

促进了城市服务经济的形成。

（二）要素保障型产业政策：构建要素市场

+税费优惠

随着20世纪90年代深圳产业从资源型到粗

加工的过渡（如机电产品从组装到粗加工、纺织

业和服装业的本地生产与销售），对熟练技能工

人和产业配套能力需求较大，土地支撑也尚有

余地。产业政策主要是围绕进一步激发人口与

土地等基础要素的活力、打造高端园区平台等任

务，制定了相应的保障型产业政策。

一是“科技兴市”战略下加快培育高新技

术产业。1996年，深圳提出了发展以计算机和

通讯、电子、生物技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

业，以金融、信息和新兴商贸业为支柱，发展现

代服务业；以集装箱、航空和口岸过境运输为

主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思路。同年提出了高新技

术产业布局规划，在南山区整合了深圳科技工

业园、中国科技开发院、高新技术工业村，设立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997年，出台《深圳市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提出改造和清退既

有低档次产业，培育通讯产业群、计算机产业

群、软件产业群、医药产业群、新材料产业群、

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群，针对性地加强了高新技

术企业的培育。

二是学习香港经验发展土地市场。土地作

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产业规模化扩张阶

段，保障产业发展的土地规模是基本需求。由

于改革开放之前不存在土地市场，土地要素价

值无法通过生产函数来体现，深圳虽在全国最

早执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收取土地出让

费，但1982年至1986年累计收取不足4000万。为

了弥补土地要素价值无法恰当反映的弊端，深

圳学习香港经验，于1987年10月确立了“土地使

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抵押”[13]；12月1日，深

圳土地使用权第一次拍卖，开启了政府征用出

让，以地谋发展的模式。从此，深圳土地市场化

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并奠定了1994年中国实行

分税制后地方经济崛起的基础。虽然土地财政

被诸多诟病，但深圳的实践创造了新中国国有土

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先例，加强了当时的产业

空间保障。

三是学习香港的属地原则实行税收优惠。

为了吸引“三来一补”及外资企业，深圳学习

香港制定了优惠政策，比如除了“三免两减半”

外，还实行了进口设备、原材料免税，其结算税

收方式跟民营企业按营业额结算税收不同的

是，“三来一补”企业按照“工缴费”进行结算。

工缴费名义上是给工人发的工资，政府规定工

图3   制造业对配套服务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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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量和每月工资额度，根据该额度从国外汇

进港币，作为支付工人工资、水电费和其他常见

费用，政府则从该费用当中扣取手续费和据此

结算税收。

（三）典型案例：华强北对电子信息制造和

贸易产业链的衍生

华强北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市场之一，形

成了电子信息的生产和贸易环节完整的产业链，

有效解决了产业配套问题。华强北前身是1982

年建设的上步工业区，是大陆地区通过“内联

外引”方式最早成立的电子产品加工基地。特

区成立初期，国内制造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制

造加工体系，在西方技术封锁下，中国普遍面临

着电子元器件、芯片等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如何

获取电子信息配件成为深圳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的关键[14]。在特区政府支持下，赛格集团于1988

年设立中国大陆地区首家电子专业市场，通过

广泛链接终端用户和厂 商，建 立 起全国性 渠

道，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优化了电子产品供求格

局。从此，华强北电子专业市场和分销商贸业

蓬勃发展，专业市场将上游生产与下游分销环

节有效整合到了一起，扩展了电子信息产业的

链条[15-17]。

五、培育竞争优势：内生驱动下
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模式

2001—2012年，是深圳通过扶持技术密集

型产业培育竞争优势的阶段。波特认为产业集

群化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18]。各大经济

体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往往是掌握核心技

术的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产业从劳动密

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是必经过程，因

而需将技术开发作为产业政策最重要内容，重

视对研发及国际市场开拓。深圳在这个阶段就

是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渡到培育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扶持本地龙头企业壮大，通过产业链

区域整合，形成深圳研发和制造，外围配套的格

局，并主动培育区域创新体系，支撑产业向高价

图4   培育竞争优势阶段的集群发展

值环节挺进（见图4）。

（一）产业链跨区域整合：本地产业簇群化

+近域溢出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圳为了应对外

部竞争，强化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发展

方向上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转变[19]。通过

加强产业间的联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实

力。同时，通过溢出效应，整合区域资源，初步

形成深莞惠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一是本地产业的集群化发育。2001年7月，

深圳推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带”规划，引导产业

集聚发展，打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计算机与

通信、化合物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等专业园

区；培育通信、计算机、新能源、平板显示、数

字电视、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照明8大

产业集群。这个阶段，以照明器具、电池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在

空间分布上尚较为分散，但已存在明显的集聚

需求。在有效的产业布局指引下，高新技术产业

出现了明显的集聚特征，如电子信息设备、电子

计算机设备、医药、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及通用

设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均表现出了较强

的集聚发展趋势（见表1）。深圳对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的培育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换成

本、知识获得成本，提升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效益，提高了产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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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产业 分布 扩散方向

强集聚

医药制造业 罗湖、南山 高新区、光明新区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通信设备） 南山、布吉 龙华—布吉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自行车） 龙华、沙井 坑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 南山 

工艺礼品及其他制造业(黄金珠宝) 盐田、罗湖、龙岗 罗湖水贝工业区

中集聚

印刷业及记录媒体复制 布吉、福永、福田、南山 南山、福永—西乡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玩具) 布吉、观澜、平湖、石岩 布吉—观澜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照明器具） 南山、龙华、横岗 光明高新区及周边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池） 葵涌、罗湖、布吉 葵涌、坪山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钟表） 南山、福田、西乡、龙华 南山、福田

弱集聚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计算机） 南山、福田、罗湖、福永、沙井、石岩 市域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家用视听设备） 石岩、西乡、沙井、龙华、布吉、平湖等 市域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 南山、福田、宝安各街道办、布吉、横岗等 市域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通用设备） 南山、福田、宝安各街道办、布吉、横岗等 市域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 南山、福田、罗湖、宝安各街道办等 市域

表1   深圳的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总结。

二是通过近域溢出加强与周边的产业链整

合。前两阶段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带来了明显外

溢效应，在地理邻近、文化邻近和制度邻近作

用下，东莞临深地区形成了与深圳产业关联较

大的专业镇，并进一步拓展到了惠州与深圳接

壤地区，甚至通过蛙跳外溢到河源等地。通过

对东莞各专业镇到深圳的空间距离和经济数据

的匹配测算，发现东莞各专业镇与深圳之间存

在空间相关性，即离深圳距离越小，GDP规模

越大，深圳对东莞专业镇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20 0 0年以来，东莞专业镇主要分布在西部沿

海、沿江及沿广深交通走廊地区；从西往东存

在发展梯度，泛电子类专业镇数量较多，主要

分布在临深片区。各镇街到深圳的距离与工业

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投资率、人均收入、

R&D经费规模成负相关，即离深圳距离越近，

指标数值越大，空间邻近性对专业镇发展影响

较大。在产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在专业化和多

样化的作用下，临近深圳的部分地区，围绕深圳

主导产业形成了产业链分工。

（二）创新保障型产业政策：配套综合改革

+区域创新体系

一是配套综合改革提高要素流动便捷性。

培育产业集群的主要目在于加强产业协作，通

过加强同一产业或者相关产业间知识分享，孵

化出新产业。对创新投入、创新主体培育、企业

间的良性竞争、创新生态等发展环境的打造尤

为重要。为此，深圳主动进行了综合配套改革，

2002年以来，在市场功能、要素流动、产权改革

及信用制度建立等方面进行了充实优化。同时，

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农村城市化、人口管

理、社区管理、城市建设及环境保护等社会环

境方面均进行了改善。加强了市场监管，减少对

经济的行政干预，鼓励市场公平竞争，提高企

业经营的自主性，保障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

更大效用。此外，深圳为完善市场体系，先后制

定了一系列特区法规，建立起一整套市场经济

法规体系。

二是主动培育区域创新体系，缩短产业间

知识距离。2004年深圳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要从依靠优惠政策向营造创新环境转变的思

路。2005年，提出加快社会文化事业和高端服务

业发展，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2006年，率先提

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把创新发展提升为城

市主导战略，当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

创新型城市试点，开始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步

伐，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为集中、最具影

响的城市。创新环境的优化缩短了不同产业间

的知识距离，催生了一大批知名本土科技企业

和民办研发机构如迅雷、大疆科技、兆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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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多维等，高新技术产业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

迅速成为第一支柱产业。

（三）典型案例：大型龙头企业带动形成区

域产业创新链

这一阶段，得益于对创新驱动的支持，深圳

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主，龙头企业引领的创新

发展。以华为、中兴等为龙头的开放式创新，成

为促进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一是从封闭创新走向半开放创新。20世纪

90年代末，全球通信设备市场需求旺盛，处于

技术探索时期，国内技术落后，面对国内薄弱的

技术能力，电子信息产业为了突破依赖内部封

闭研发的局限性，大型企业纷纷在海外成立分

支机构，如合资公司、子公司或地区分部，或通

过并购，吸收先进地区创新经验，如华为在俄

罗斯成立合资公司，之后在印度、美国等地成立

研究所，通过吸引外部科创资源，强化了产业核

心竞争力（见表2）。

集型产业获得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后，应瞄准

未来具有爆发性增长潜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

合发展，孵化出新行业和新业态，以扩大竞争

优势。这个时期，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的创新环境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地区必须具备

大规模和不间断的R&D投资和世界一流营商环

境，以及市场快速反应、资本配合、地区产业链

整合能力。这个阶段，深圳形成了“6个90%”的

创新模式，信息与制造、信息与服务、制造与服

务等领域不断融合，从前一阶段的互联网产业

和电子信息产业中不断孵化出数字经济、智能

经济等新兴领域。同时，强化内部产业集群整

合，联动周边地区，围绕主导产业进行跨区域同

一水平共建，推动高端生产服务业合作，以建设

大湾区、自贸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等为牵引，打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支撑产业

走向国际前沿（见图5）。

（一）通过加速产业融合探索国际前沿领域

2013年以来，深圳进入了技术引进空间缩

小、要素成本优势不再的新阶段，面临着急需

构建 新比较优势的任务。深 圳主动通过 互联

开放方向 典型证据 开放程度 典型证据

双向型
（1997年至今）

1997年，华为与俄
罗斯在莫斯科建立
了合资公司，开始

合作研发。

内部依赖
（1997-2003年）

1999年在印度成立研发中心，2000年在美国成立研究所，吸引全球人
才资源。

主导参与
（2003-2015年）

2003年华为与竞争对手思科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又有众多一流企业建
立合作研发关系。

社群共创
（2015年至今）

2015年华为宣布了10亿美元的“沃土计划”，打造面向开发者伙伴的使
能平台和联合平台。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20]总结。

表2   以华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放式创新”过程

二是形成开放网络化创新格局。通过上一

阶段的积累，以大型龙头企业为主导的电子信

息行业形成了开放创新体系，大为增强了知识

获取能力，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行业间知识距

离大为缩小，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

瞄准行业细分市场，推陈出新，将部分生产环节

外移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专利交叉授权和商

业化渠道，降低研发成本。区域创新链开始形

成，创新链节点扩大到创意、开发、试验及生产

各环节。这一阶段，电子信息产业的联合创新中

心、研发中心、创新联盟等外部合作继续扩张，

开放的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交互作用，不断突

破前沿领域技术混沌，内外创新资源和商业化

渠道也得到初步整合，促进了产业创新网络进

一步优化为创新生态。

六、深化竞争优势：通过知识
融合哺育国际前沿新业态的融合
模式

2013年至今，是深圳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

培育产业竞争优势阶段。地区通过扶持技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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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数字经济等技术关联性较强的领域，加强

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形成了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的“新经济”形态，带动实体经济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在5G技术、新能源汽车、超材料、

3D显示和无人机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已跻身世界

前沿。

图5   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通过多链融合实现产业内涵式增长。

深圳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现代服务

业等各个领域，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实现新兴

产业稳步增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构建起

多维综合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新兴产

业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是借助跨区域知识溢出，通过高水平共

建，形成了“港-深”—珠江东岸—粤东粤北区

域产业链分工体系。通过促进知识进步、对生

产方式模块化应用，产业的区域分工从垂直分

工走向了同一水平分工，为细分行业的创新发

展及效率提升创造了机会，深圳本地龙头企业

不断走向细分领域的领先位置。部分在20世纪

末从事来料粗加工和技术含量低的工业企业，

发展成为多个领域领先全球的行业龙头，以华

为、腾讯、大疆、柔宇、优必选等为代表的众多

巨头已成为行业领头羊。前一阶段基于空间邻

近性进行的产业链区域整合走向以同一水平的

产业链跨区域高质量共建。

（二）前沿探索型产业政策：新兴领域的基

础创新+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

为了进 一步获得新兴产业的国际 竞争 优

势，深圳推动了跨界创新机制建立，为企业营造

创新生态环境。这一阶段，深圳产业升级需求一

方面表现为继续强化支柱产业，提高高新技术

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四大

支柱产业比重，巩固产业集群优势。同时，推进

传统产业升级，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龙头

企业。为了适应产业分工从产业链环节分工走

向产品内分工的趋势，深圳开展了产业区域共

建行动，推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

空间联动。

一是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探索未来产

业。深圳先后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

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七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加快培育

未来产业，推出了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设

备和智能装备四大未来产业规划和政策。在这

一阶段，部分领域的自主创新成为了深圳在产

业细分领域引领国际前沿的关键。

二是构建“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成果产

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引领重

大领域创新的无人区探索。2014年6月，深圳获

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出台了提升企业竞

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人才优先发展、完善人

才住房制度、高等教育发展、医疗卫生发展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2017年推出的科技创新“十大行动计

划”，涵盖创新基础设施和空间载体建设、人才

引进、产业布局等方面，全面优化了创新环境。

2018年7月，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

展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决定》，提出了以创

新为主要支撑和引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模

式。自此，深圳培育起了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新

业态和新模式不断出现，深圳成为了全国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

三是通过“五区叠加”的城市功能升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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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自2010年以来，深圳的

高端城市功能不断叠加，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

国家战略使命，在经济特区、自主创新示范区、

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等“五区叠加”中实现功能升级，加快迈

向全国最优都市圈和全球标杆城市，为探索前

沿产业领域提供了最佳发展环境。

（三）典型案例：以数实融合探索国际产业

前沿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发挥了

数字要素对产业的粘合作用，推动数字要素与

实体经济在深度融合中哺育出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引领全国走向国际产业前沿。

一是通过“数字+制造”和“数字+服务”

的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制造业和

服务业融合。深圳拥有大量大型数字经济 平

台，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先行示

范区”建设为方向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目前，深圳拥有腾讯、华为、富士康等

数字经济大型龙头企业，又有腾讯等以线上社

交娱乐文化为代表的纯线上数字经济企业。同

时，拥有柔宇、大疆、碳云、越海等行业龙头企

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充分融合，形成环环

相扣的产业链，提升了产业效率。

二是通过传统领域数字化，促进数字与城

市及民生领域多维融合。目前，深圳在数字政

府、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治理、城市服务等方面

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均处于全国前列。深圳不仅

有城市级的数据中心、城市云计算平台、统一的

大数据平台、政府信息共享平台等，而且在社

保、医疗、教育、交通、社区治理和民生领域也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提

升了发展效率。

三是引领国家数字经济迈向全 球高地。

2023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6，

全球1/10，产业基础深厚。全市规模以上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蓬勃发展。多年来，深圳作为数字经济的

排头兵，通过云计算、大数据、4K电视、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推动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通过央行在深圳试点数字货币

等，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区块链等深化

发展，产品和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相关产业的

部分细分行业逐渐走向国际前沿。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产业政策对地区产业升级具有积极推动作

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就是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自身禀赋，找到了合适

的产业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经济特区

因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具有立足本地比较优

势和引入外部要素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便利条

件。深圳各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升级历程表明，

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需求的内容、

丰富度、实现难易程度并不一致。在工业化初

始阶段，在本地具有丰富的低端劳动力和土地

资源，缺乏资本和技术情况下，启动工业化进程

的产业是以轻型民用型的出口贸易类为主，形

成了“外嵌-内附”的产业发展模式，需要的是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型”产业政策。在第二

阶段，“三来一补”产业为地区积累了一定的产

业资本后，为了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需要完善

产业配套，延长产业链，推动制造和服务互为配

套，需要调适型的产业政策，一方面保障劳动力

和土地供给，同时，需要加强产业服务配套。第

三阶段，上两个阶段的低端要素驱动的低端产

业导致了承载力难以为继，产业需要向资本和

技术驱动升级，应适时推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配套综合改革和打造区域

创新体系的产业政策。2013年以来，深圳进入

了通过技术创新，缩短产业内和产业间知识距

离，推动数字与实体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发展新阶段，产业政策的重点逐步向保障战略

新兴领域的基础创新和营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

方向转变，政府的产业发展服务更加快捷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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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到位，保障了部分细分产业领域引领国际前

沿探索。

（二）政策启示：构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国际一流产业生态

当前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

发，身为新经济的策源地，深圳历经技术创新

下新经济形态的催化衍生，在技术创新、产业

规模、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大湾区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为深

圳迈向全球产业前沿提供了强力保障。然而，深

圳特区迈向全球未来产业前沿还面临一些问题

和挑战。高端科研平台及基础设施、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能力、产业创新服务水平、产业配置

能力等均有待增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创

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土地供给不足、房价持续上

涨等经济社会问题，不断挤压消费投资，国际环

境不确定性加大。为此，深圳持续的产业升级

应该面向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新质生产

力培育，积极打造创新引领的产业生态。

一是打造全球新质生产力集群高地。优化

创新《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

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及20个集群和未来产

业行动计划、17个若干措施等政策，将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7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细化为20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合成生

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脑科学与

类脑智能、深地深海、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量

子信息等8个未来产业，尽快形成“20+8”产业

集群协同发展格局。

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深

圳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通过市场主导

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培育更加多元的、更有活力

的创新企业集群。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培育世界级创新领军企业，发挥科技型

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骨干作用，构建强大的创新

型企业梯队，打造一批综合竞争力居世界前列

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集群；支

持企业设立新型研发机构，通过投融资、财税

等扶持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多主体投资、多样化

模式、企业化运作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强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和技术联合攻关，推动研发

链条前移，增强产业链韧性。

三是建 设 重大创新 载体，攻关 关键 核心

技术。围绕“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科

技信息中心”的建设目标，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高标准建设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

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

体，打造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关键技

术中试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布局一系列重大

科学技术装置平台，带动一批未来产业相关企

业孵化和发展。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强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施重大攻关计划，

“一技一策”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夯实产

业发展基础。

四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新技术

场景化应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完善激

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通

高校院所体系、产业市场体系、资本体系、政府

服务体系等之间的关系。完善创新科技服务体

系建设，积极发展“研发设计、创业服务、成果

转化转移、科技咨询”四大业务。推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体系有效衔接，构建与多元技术应用场

景，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新业态衍生发展和

新模式融合创新。加快构建领先的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新技术新产品的准入、标准、认证、定

价机制，缩短科研成果研发上市周期，加快新

技术产业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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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ndustrial Policies Support Industrial Upgrading:
An Analysis Based on Shenzhen Model

XIANG Xiaomei, ZHANG Shuanhu & CHEN Shidong
Abstract: Appropriate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the key to boost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Since 1980,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s started from low-end export processing 
trade, and now leads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 in some detailed leading industries. It has experienced an 
upgrading process from exogenous drive to innovation as endogenous drive, and has shaped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ge mod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inly the export processing model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industrial chain 
supplement model at the stage of optimiz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e cluster model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model of digital 
elements and the real economy,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ccordingly, industrial policy has also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trial and error” industrial policy, commissioning industrial policy and leading 
industrial policy. In general, the transition of Shenzhe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is not only the 
reflection of industrial iteration and upgrading,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imely adjustmen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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